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２０２０年 第５期

当代西方生态民主探析
∗

郭瑞雁∗∗

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末兴起的生态民主理论试图运用民主的方式

来应对生态问题.然而,在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民主辩论与生态确

定性、民主包容与生态扩张等问题上,接受民主程序的生态民主存在

着内在悖论.对此,生态民主理论家提出折中性选择.在民主程序

与生态结果的问题上,生态民主理论主张为民主添加生态目的导向

性,同时放松生态对绿色结果的要求;在民主辩论与生态确定性上,

生态民主理论主张承认自然地位,同时认可生态价值的可争论性;在
民主包容与主体扩张上,生态民主理论主张通过人类代表替生态言

说,同时通过人类的倾听与自然交流.

关键词 政治学理论 民主理论 生态民主 生态价值 生态

主体 内在悖论 解决方案

如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 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而且是经

济发展问题,在特定情景下,它更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担忧人类生存前景

且不满于自由民主生态问题应对效能的背景下,生态威权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以美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L．Heilbroner)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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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威廉奥弗斯(William Ophuls)为代表的生态威权主义理

论家认为,生态问题有效应对需要的是威权而非民主路径.在他们看来,生态

危机应对任务刻不容缓,①现行民主制度在生态治理方面绩效不佳,表现差强

人意.②

作为一种及时的救治方略,生态威权主义展现出果断、高效与及时的理论

优势,③但也遭遇民主理论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威权主义存在的压制公民参

与、过度依赖政治或技术官僚、缺少问责等本质特性会影响生态治理的合法性

与效果、甚至会产生纵容生态掠夺的后果.现实情况是,生态威权主义遭法西

斯主义挪用而受到反人道谴责,最终以生态弱相关的面目淡出历史舞台.在

此背景下,试图用民主而非威权路径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民主理论应运而生.

民主并不完美,但多数生态政治学者依然将民主作为应对生态问题的首选路

径.然而,威权主义被否定并不意味着民主就能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用民主

路径应对生态议题的合理性及可行性也遭到诸多批评与质疑.

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民主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主要运用文献研究

法,对民主与生态是否相容即民主是否是应对生态议题合理路径的相关争论

进行分析.尝试从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民主辩论与生态确定性、民主包容与

生态扩张等方面分析这些争论的基本逻辑,从而提出生态民主内在悖论模型,

并探究生态民主理论家给出的解决方案及其合理性与局限.

一、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

民主与生态是否相容? 民主路径能否应对生态问题? 首先需探究的是民

主的程序主义与生态主义要求的生态结果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生态民主理论

需要处理的第一组难题,因为一般看法是民主程序并不必然产生生态结果.

而生态民主理论家则试图通过赋予民主生态目的导向性与改变生态结果的绝

对律令属性等方式为两者构建相容性.

如果将民主定义为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决策程序,民主与生态的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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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便显现出来,因为民主无法确保后者要求的生态结果.罗伯特达尔(RobＧ
ertDahl)认为,在民主中我们无法预告任何特定的结果.① 美国欧柏林学院教

授哈兰威尔逊(HarlanWilson)认为:“如果民主被理解为程序,那么,它便需

对冲突进行‘中立’性的调解并允许‘公平’的结果出现,由此,它便无法代表一

种切实的绿色愿景.”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罗伯特E．古丁(RobertE．
Goodin)指出:“提倡民主是倡导程序主义,而提倡环境主义是要追求实质性结

果.我们如何能保证前者的程序产生后者所要求的结果呢?”③在罗伯特E．
古丁看来,民主路径无法必然保障生态主义要求的结果,在路径与结果之间,

应首先选择生态结果.英国开放大学教授迈克尔萨沃德(MichaelSaward)

指出,如果将民主界定为程序、界定为对大众舆论的响应性原则,那么,政府就

必须回应大多数公民的意愿以保持民主性.在此背景下,如果大多数人对生

态结果没有希冀,那么,政府的决策结果就绝不会是绿色的.④ 由此可见,对民

主做程序性界定的结果是民主与生态结果间的紧张关系.

在生态民主理论家看来,生态主义并不完全排斥民主.虽然“做正确的事

情比通过任何特定方式或特定机构来做更为重要”⑤的论断,表达出赋予生态

结果以优先于特定行动方式地位的观点,但生态民主理论家进一步强调,从中

得出生态结果优先于民主程序结论的同时,也能推导出生态结果优先于威权

路径的结论.因为遵循生态价值优先原则,威权与民主孰优孰劣的评判要以

是否能带来生态结果来定夺.并且他们认为,生态价值的提倡者罗伯特E．
古丁更多认可的似乎是代议民主制度下的选举路径而绝非威权主义方式,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罗宾埃克斯利(RobynEckersley)认为:“根据罗伯

特E．古丁的判断,许多熟知的行动理论(轮流担任公职、地方分权和地方层

面的决策)对确保生态结果起阻碍作用.”⑥此外,罗伯特E．古丁还建议绿色

人士如果不想继续成为“一个有趣的议会陪衬”,则必须建立政党并为选举而

１１１

当代西方生态民主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RobertDahl,DemocracyandItsCrisi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p１９１．
HarlanWilson,“EnvironmentalDemocracyandtheGreenState,”Polity,Vol．３８,No．２,２００６,

p２７７．
RobertE．Goodin,GreenPoliticalThought,Cambridge:PolityPress,１９９２,p１６８．
MichaelSaward,“GreenDemocracy?”inAnderwDobsonandPaulLucardie,eds．,ThePoliticsof

Nature:ExplorationsinGreenPoliticalTheory,London:RoutledgePress,１９９３,pp６５Ｇ６６．
RobertE．Goodin,GreenPoliticalThought,p１２０．
RobynEckersley,“LiberalDemocracyandtheRightsofNature:TheStruggleforInclusion,EnviＧ

ronmentalPolitics,”Vol．４,No．４,１９９５,p１７２．



战,同时,为联盟的组建做出妥协.① 由此,他们认为罗伯特E．古丁反对基层民

主但却推崇代议民主路径,建议绿党走入议会并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博弈.
在认可民主与生态间存在可能相容性的基础上,生态民主理论家从多视

角阐释了缓解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比如,从程序环节

入手,为程序民主增加生态目的导向性;从文化环节入手,加强对公民进行生

态教育;从结果环节入手,改变生态价值的绝对律令地位,将生态诉求纳入民

主程序并接受此程序产生的结果不确定性.
多数生态民主理论家认为,应对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紧张关系的最根本

路径是避免对民主做纯粹程序性的界定并为其增添生态目的导向性.英国开

放大学教授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指出:“将民主视为纯粹程序性

事务的看法是错误的.民主实践的内在逻辑是,它会禁止某些结果并会同时

鼓励一些结果.”②他进一步分析道:“绕过程序—结果难题的一种方法是,民主

不能只关注程序本身,因为某些事物对所有程序来说都是必要的.通过强调

两者目的导向性,并表明它们怀有相同类型的目的可将生态与民主思想相联

结.”③他认为,通过赋予民主一定生态目的导向性可在两者间建立相容性.生

态民主理论家多使用环境权话语,通过认可人类生态性民主权利的方式来论

证民主的生态目的导向性.例如,迈克尔萨沃德以医疗保健权利为突破口,
首先将环境权内嵌入医疗保健权,最后借助民主对医疗保健权的承认间接性

地使环境权得到民主的认可.④ 而罗宾埃克斯利认为上述做法只是在民主

与生态间建立了工具层面的联结,更牢固联结应是价值层面的.具体而言,她
以自主权为突破口,通过将其改造为绿色自主权(绿色自主权将人类及非人类

一同视为权利主体,并肯定主体得以繁荣及以幸福方式进行生活的权利)的方

式使人类环境权得到民主的承认.她认为,由此便在民主与生态间建立起必

然而非偶然、价值而非工具层面的关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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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增加民主的目的性导向外,公民生态教育是生态民主理论家推崇的第

二条路径.在他们看来,民主能否发生生态转向的关键在于公民,因为民主需

对大多数公民的意志做出响应,而在公民尚未形成环保意识或认可环保公益

的背景下,民主政府没有理由也更没有意愿为此公益去驾驭公民意志.由此,
对公民进行生态教育以使其认可并有能力鉴别环保公益是解决民主生态转向

问题的根本所在.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约翰巴瑞(JohnBarry)认为,此议题关

键在于构建一种生态性文化,此文化会使公民将环境公益纳入到自身利益当

中,由此,环境利益在民主机构中得到切实代表与维护便会是顺理成章的结

果.从现实民主政治实践来看,相对于当代人而言,后代、外国人及自然这三

类主体同样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但后代利益得到相对较多维护,因为公民存

在更强的考虑后代特别是其直系后代利益的意愿.关于培养路径,约翰巴

瑞提倡通过协商方式转变公民偏好与塑造生态美德,也承认公民社会中的协

会及其他国家主导型活动所发挥的教育功能.① 罗宾埃克斯利与澳大利亚

堪培拉大学教授约翰S．德莱泽克(JohnS．Dryzek)等大批协商民主理论家

认可协商民主对公民生态偏好转向及生态道德培育的积极作用.② 安德鲁
多布森将学校教育视为生态公民培育的主要途径,他试图通过学校教育使青

少年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理解及参与发生更多公益性转向,并具体通过生态

公民教育将环境公益置入学生的关怀及行动中,以起到维护自然利益的

效果.③

第三种路径是改变生态结果的绝对律令地位,将生态诉求纳入民主程序

并接受此程序产生的结果不确定性.一般认为,绿党似乎已经完成了将民主

与生态进行融合的使命,因为追求生态目标的它们在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着,
并同时将基层民主列入其基本价值序列.但生态民主理论家发现,此种做法

只是在书面上对民主与生态进行“人为的统一”,是构建出来的“一种虚伪的团

结”.④ 事实上,绿党只是在工具意义层面看待与使用民主,而生态结果才是其

根本追求.他们认为,要想实现民主与生态的真正融合就必须对后者进行重

塑,放弃生态诉求的绝对律令地位并使之服从于民主政治产生的结果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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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必须“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立场灵活的舞台上将说服方式作为自身唯一

的合法性政治策略”.① 也有生态民主理论家认为,说服性而非对抗性政治策

略可将生态诉求更稳妥地纳入民主的框架与决策程序之中,辅之以自由民主

政府对公民绿色民主权利的认可及对环境伤害的防范,民主决策结果的绿化

有望实现、绿化程度也有望加深.这其实是要求生态结果更多地向民主程序

让步以促成两者相容的做法,但不难发现,这是对生态主义基本价值的侵犯,
因此,也遭到来自生态主义者的激烈反对.

拒绝生态威权主义及消除民主与生态间紧张关系的上述尝试带有明显的

自由主义色彩,生态民主理论家展现的也是较为温和的、对自由民主进行改良

的立场.诸如人类环境权、生态文化教育与生态诉求弱化等都是较多屈从于

自由民主理论及现实的设计,与激进的生态主义相比,这些设计具有较高的理

论说服力与现实可行性,由此,遭到自由民主的抵制与反对相对较少,有些甚

至与其生态治理诉求相吻合.环境权及生态文化教育等已成为许多国家绿色

实践的事实便是很好的证明.

二、民主辩论与生态确定性

民主路径能否应对生态议题? 民主依赖辩论而生态主义却认同生态的确

定性,这是生态民主需处理的第二组矛盾.辩论是民主政治运作的关键条件,
但在生态主义者那里,自然本身所拥有的似乎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无须辩论

的王牌地位,而且生态价值本身也总是以一种无须争论的绝对律令姿态自居.
此种做法的结果便是阻碍生态议题顺利进入民主程序.而生态民主理论家则

试图在认识论视角下恢复自然及生态价值的可争论性以构建生态与民主之间

的关联.
生态民主理论家认为,自然的确定性状态及生态价值的绝对律令地位都

是在本体论层面认识自然的结果,而且,此传统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王

国与政治王国所做的区分.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传统做法将世界区分为科学与政治两个领域,并将自然与人分

别放入其中,而且“前者通常被看作是必然(确定性)和客观性的领域,而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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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怀疑和规范性的领域”.① 结果,必然和客观性赋予自然不容争议的地

位,使其成为最终的立法者及解决所有问题的王牌(如自然利益至上背景下采

取的抑制经济增长、提倡改变消费模式等举措).但此种规定性属性却与民主

政治对争议与辩论的遵循格格不入.在生态民主理论家看来,这是生态主义

运用本体论视角认识自然的必然结果,也是使生态议题遭遇融入(民主政治)

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对自然进行充满确定性界定的最终结果是“用自然

终结政治”.② 布鲁诺拉图尔形象地比喻道:“生态运动努力将自身放入政治

棋盘,但却没有重新绘制广场,没有重新设置游戏规则,也没有设置新的棋

子”,③这一做法的最终结果是,排除自然进入民主政治领域的可能,也排除了

自然通过政治路径获得相应认可与权利保障的可能.

除认可自然的确定性属性外,生态主义同时赋予生态价值以绝对律令地

位,而客观与无须争论的绝对律令属性同样会因拒绝辩论而使其失去通过政

治议程获得认可的后果.迈克尔萨沃德指出:“为保障绿色原则提出特定要

求如紧急处理人口过剩问题,将使我们在执行命令时没有选择余地.”④他认

为,用绝对律令状态来评论生态威权主义是非常合适的,同样也适用对当下绿

党行事风格的评价,因为绿党常常宣称自身的政策依据是科学客观的,毋容置

疑,不存在替代性选择.用自身政策的无可替代性取代辩论的必要性,这也是

诸多绿色党派无法顺利进入民主程序并有效利用现有民主渠道维护生态价值

的关键原因.迈克尔萨沃德发现,很多绿色人士也确实并未将民主置于其

生态价值体系的首位,因为在排序中,“直接民主最多只能处于绿色价值清单

的底部或接近于底部的位置”.⑤

如何破解自然终结政治辩论的难题,生态民主理论家一般提倡在认识论

而非本体论视角下认识自然的方略.生态民主理论家首先指出,政治辩论中

所呈现的任何观点都不是事物的原初状态,而是经人类转化后的认识.布鲁

诺拉图尔用事实与事态进行区分,他认为,“我们在政治辩论中目睹的不是

事实,而是将事实转化之后有争议的事态,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简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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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为事实本身”.① 也就是说,政治辩论中呈现的都是经人的认识转化过的

事态而非事实本身,关于自然的观点也不例外,即在政治中出现的关于自然的

认识绝不是它本体的客观性呈现,而是经人们解读后的产物,并且各解读间还

必然存在争议.可见,生态主义的错误在于,曾一度将太多注意力集中于要认

识自然本身(本体论),但对人们无可避免地投射于认识活动中的主观性却认

识不足(认识论).生态民主理论家进一步提醒生态主义,要忘却曾经秉持的

关于自然属于客观领域的立场,用认识论的“有争议的状态”代替本体论的“事
实”.具体而言,要求将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性和怀疑性引入自然领域,并用认

识论而非本体论、动物学或生态学等方法呈现自然,使差异性的自然认知成为

需在民主政治领域进行辩论的议题,最终产生自然的政治化而非政治被自然

所终结的结果.总体而言,如果从本体论视角认识自然,自然的确定性要求排

除辩论并用命令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对政治的排斥,使得民主没有立足之地.
但若从认识论视角出发,人类掌握的只是关于自然事态的不同认识与理解,而
这些是需要通过辩论方式解决的问题,也是需要在政治与民主领域进行应对

的议题.
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例如,关于自然秩序存在

“等级制”与“和谐状态”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它们分别是生态威权主义与生

态基层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如何看待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呈现着

广泛的差异性谱系,分居两端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分别是要求一

切以生态或人类为本的思想意识及行动方略组合;关于生态危机认知及解决

路径的差异.生态危机虽是具有本体论维度的议题,但有效应该议题对离不

开认识论视域下的科学认知与政治应对过程.可以说,单是对生态危机客观

特征的把握便对人类的主观智识形成巨大考验:诸多生态危机具有潜伏性,危
机的尽早发现需要人类提升自身的敏感度与关怀度;生态危机复杂性导致相

关科学认知呈现巨大差异,由此需要人类的进一步判断与甄别.同时,生态危

机议题在政治过程中需依赖代表进行表达与呈现,而差异性观念及利益等因

素作用下的认知必然是多元甚或矛盾的.正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盖

伊塔尔希尔(GayilTalshir)所言:“从环境过程到科学知识再到政治意识的

转化过程是高度复杂和争议性的.由此很难确定什么是‘对自然最好的’,也
很难确定问题该从生态、地方社区、国家、人类与地球中的哪个或哪几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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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考虑.”①可见,对本体论维度的自然及生态危机问题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把握

及处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若脱离科学研究或政治过程,这些议题甚至无法

进入人类认知议程.
也许自然无须辩论的王牌地位本就是生态主义者一意孤行的理论设计,

因为生态民主理论家论证的关于“政治辩论中呈现的关于任何议题的状态都

只是事态而非事实”的论点无可辩驳;而生态价值在政治决策中被重视的绝对

律令地位也只是生态主义者一厢情愿的要求,因为自由民主政治是多元文化

及利益聚合政治的事实也不可忽视.生态民主理论家在这里呈现的是打破幻

想、还原真相的立场,并更务实地思考:要在认识论层面把握自然及生态价值

议题,继而顺利将其列入自由民主政治议程,最终为生态利益得以考虑及维护

奠定基础.

三、民主包容与生态扩张

民主路径能否应对生态议题? 民主主体认定的差异是生态民主需要处理

的第三组矛盾,具体而言,民主将整个人类包容为民主主体,而生态主义却要

求将主体扩张为包括非人类甚至整个自然在内.在传统民主理论视角下,生
态主义的此项要求无疑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面临着无法

逾越的障碍.而在生态民主理论家看来,民主主体此方面的扩张可在生态与

民主间建立起牢固的相容性,他们具体从内在价值、正义原则等视角论证此扩

张的合法性,并从代表与倾听路径建构出具体的实践方案.②

到底哪些非人类可被纳入民主主体范畴? 理论家提出从动物至生命体再

至整个自然的扩展顺序,并对扩展理由即各主体担当民主主体的合法性进行

论证.动物保护主义者将动物扩展为民主主体,理由多基于动物与人的相似

性.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汤姆里根(TomRegan)认为,动物

存在类人的知觉、欲求与未来感等特征,而这些是要求人类承认其内在价值及

民主主体地位的充要条件;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哲学系教授彼得辛格(P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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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Singer)要求人类关注动物的“痛苦感受力”并以最小化其痛苦总量为自身

道德责任.① 进一步地,生物中心主义(BioＧcentrism)提倡将包括动植物在内

的所有生命体扩展为民主主体,并从人类文明拯救的高度论证此扩展的合理

性.例如,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认为,现代战争

与官僚主义等问题的根基在于对自然的奴役及工具化态度,文明复兴需要重

新“敬畏生命”,也即肯定所有生命体的内在价值并对其表示敬畏与尊重.② 在

上述基础上,生态中心论(EcoＧcentrism)进一步将整个自然扩展为民主主体,

合法性论证多从生态危机应对的现实需要及抽象的正义原则视角入手.例

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认为,否认自然

民主主体资格的直接后果是,长期以来,人类只是单向度地享受对自然的权利

却全然忽视应尽的义务,而接纳自然为共同体成员并尊重其主体权利是应对

生态危机及维护正义原则的需要.③

将非人类甚至自然设定为民主主体可在生态与民主间建立牢固的相容

性,但这对由人类担当唯一政治主体的政治学规范及民主政治理念与实践产

生巨大冲击.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不能言说的非人类如何以民主主体身份参

与政治并实践其权利? 政治是关于言说的科学,这似乎是通行的常识与政治

理论构建的基础.一般认为,人与动物最本质区别不在于合作与交流的特性

及能力,而在于言说能力.安德鲁多布森也认可言说对政治的重要性,“言
说不同于声音,它使得我们可以就判断进行交流,比如,关于‘什么是有用的和

有害的’和‘什么是对的和错的’.这些判断能力是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④

同时,对人类社会而言,政治进步可被解读为争取言说权利斗争的一次次胜

利,例如,公民权利、同性恋权利和女权等运动都可被视为各主体为自身争取

言说权利的斗争.而环境议题下的环境正义运动可被解读为环境积极分子为

环境弱势群体争取言说权利的斗争.按照此逻辑,自然是否可以通过争取言

说权利进入政治领域? 传统政治理论必然会给出否定答案,原因很简单,只有

当下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才有言说、并借言说进行表达、交流和辩论等政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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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能力,这也是民主制度得以存续的基础.但是,生态民主理论家却认为言

说并不是将自然拒绝于民主政治大门之外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将言说置于

政治中心地位的传统与现实是带有极端政治歧视性的做法,无法言说的自然

由于利益受人类决策影响、由于具备与人的相似性等特征,需要被赋予政治主

体地位,而无法言说的难题具体可通过“代言人”与“倾听”等路径来克服.
代言人路径用人与自然都需要政治代表的事实作为应对此难题的突破

口.提倡此路径的生态民主理论家们首先否定用言说标准将非人类排斥于政

治领域之外的做法,指出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一样都面临着“需要借助中介进行

言说”①的共同属性.布鲁诺拉图尔指出,人类虽可言说,但在民主政治领域

却经受着言说能力与言说手段两个层面的言语障碍,这些障碍使个人言说所

要表达的意义大打折扣.这便冲破了人可通过言语无障碍地进行充分表达、
交流与辩论的理想设定,初步拉近了人类与无法言说的自然的距离.同时,布
鲁诺拉图尔揭示了人类言说需要借助“中介”性表达工具的事实.因为并非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民主政治领域的每一场辩论中,多数人需借助“代言人”
(spokespersons)这种“中介”来充当表达工具.② 由此,都需要代言人的事实便

将人类与非人类整合为一个新的、具有共同属性的生态政治集体.此外,生态

民主理论家还对为自然寻找代言人的具体方式进行论证.安德鲁多布森③

与挪威斯塔万格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斯卡根埃凯利(KristianSkagen
Ekeli)④等学者推崇的方式是通过多种途径为自然寻找利益代表并将其置入议

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特伦斯鲍尔(TerenceBall)的建议是采用环

境托管制度,此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法律规定使托管人更有效地代表后代与

自然主体的利益.⑤

在代言人路径基础上,许多生态民主理论家提倡用“倾听”方式将自然引

入民主政治领域.区别于对人类代表,自然代表面临着无法从被代表者的语

言或书面表达中获取其利益诉求的困难.而生态民主理论家指出,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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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倾听环节入手捕捉自然发出的信号、理解其传达的信息并进而代表其利益,
因为自然确实以多种方式进行着自我展示并与人类开展着交流.特伦斯鲍

尔指出:“‘交流’可以而且必须被更广泛地解释,应包括与来自生态系统、生境

和土壤等非感性实体进行的交流.”①约翰S．德莱泽克暗示人们可以倾听到

大自然对苦难的呼喊,“自然能够并确实在与我们‘交流’.可以肯定的是,这
不是口头的,而是无数其他的方式如果我的作物所依赖的表土正在萎缩,
那么,自然显然是在‘告诉我’一些事情”.②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克里斯托

弗D．斯通(ChristopherD．Stone)有力地论述道:“我的草坪传达给我的浇水

是它的利益所在的信息,比让‘美国’向总检察长传达对其有利的信息要容易

得多”.③ 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露西萨基森(LucySargisson)所言,将倾

听而非言说界定为政治能力的做法影响重大:首先,排除用言说能力将非人类

拒绝出政治主体行列的可能性;其次,将维护自然利益的责任加在人类主体身

上,理由是人类应该具备倾听的政治能力,并该利用此能力有效把握自然信号

所要表达的利益诉求.④

生态民主理论家此环节的论证表现得较为激进,他们自身也展现出明显

的生态激进主义立场:无论是里根与利奥波德等对民主主体扩张的合法性论

证,还是克里斯蒂安斯卡根埃凯莉、特伦斯鲍尔与露西萨基森等对代

表及倾听路径的构建.这些要求都已远远超出当代自由民主的理论架构及政

治实践,具有明显的空想性,也必然会遭遇较大的甚至无法克服的实践困难.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生态民主是将民主方法用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尝

试,认可民主与生态在价值层面的关联性,并认可民主方法应对生态议题的可

行性.然而,这种尝试遭到生态威权主义及部分激进生态政治理论家的激烈

反对.在他们看来,民主存在极大的生态劣势,并不是应对生态议题的合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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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具体而言,民主存在着价值中立、利益聚合、人类中心、国土区隔等诸多特

性,这些都不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对民主主义者来讲,民主以人类为中心,

以国家为单位,而且,只能规定程序,不能事先预定结果,不存在事先确定的某

种利益优先,需要通过民主过程实现利益聚合,进行博弈.而对生态主义者来

讲,环境公益必须放在优先的地位上,为了这一利益,他们拒绝参与利益博弈,

他们还进而将非人类甚至整个自然利益纳入考虑,根据环境问题的流动性而

非国土来界定责任疆界等.系统而言,这些争论恰恰揭示出民主与生态在结

果导向、运作机制与主体包容等层面存在的矛盾及不相容性.若不能应对或

应对欠妥当,生态民主便会因立论根基不稳而遭遇无法自我证成的难题.而

生态民主理论家却认为,生态民主的这些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民主存在极

大弹性,并拥有以环境友好方式加以利用的资源,只是尚欠挖掘与整合.从这

些争论当中,人们可以发现并概括出生态民主的内在悖论.我们将具体的要

素进行结构化后可以得生态民主的内在悖论模型.(参见下表)

表　生态民主的内在悖论①

基本要素 民主主张 生态主张 生态民主的解决方案

结果导向 遵守民主程序结果 遵守生态价值
为民主添加生态目的导向性

放松生态对绿色结果的要求

运作机制 民主结果依赖辩论 生态价值不容辩论
承认自然地位的非王牌性

认可生态价值的可争论性

主体包容 只承认人类主体 扩展至生态主体
通过人类代表替生态言说

通过人类的倾听与自然交流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生态民主是试图将民主与生态进行相容、并在民主视域下应对生态议题

的尝试.而民主与生态却在民主程序与生态结果、民主辩论与生态确定性、民
主包容与生态扩张等环节存在着分歧与冲突.这些分歧与冲突同时揭示出生

态民主在结果导向、运作机制及主体包容层面存在的内在悖论.从根本上讲,

生态民主试图整合的民主与生态两大议题在上述各层面存在张力.在结果导

向层面,民主遵循程序主义运行的结果,不预先设定价值取向,而生态主义却

预设了生态价值取向,追求生态结果.在运作机制层面,民主依赖辩论,而生

态价值的绝对律令属性与辩论之间存在矛盾.在主体包容性方向,即使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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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表只是示意性的模型,此处省略部分细节.



包容的民主观念也只认可人类的政治主体地位,但生态主义却要求将包括非

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列入民主主体范围.
运用民主方式,能否解决生态问题? 这一问题事实上包含两套冲突性的

价值.批评者认为,这两套价值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生态民主的内在

悖论根本无法解决.而生态民主理论家却认为,对民主及生态同时进行适当

调整,可以缓和上述张力并解决生态民主的内在悖论.用赋予民主生态目的

导向性及放松生态对绿色结果的要求等方式解决结果导向层面的悖论;在认

识论视角下承认自然地位及生态价值的非确定性,由此打通生态进入民主辩

论的渠道以解决运作机制层面的悖论;通过人类与自然都需要政治代言人的

共性及人类认真倾听自然讯息的现实要求,克服自然因无法言说而被民主拒

之门外的难题并同时使其民主主体地位及利益获得间接保障,最终解决主体

包容方面的悖论.在生态民主理论家那里,已初步完成对民主与生态相容性、
即对生态民主理论合法性进行证成的使命.

在生态民主理论家看来,生态议题与民主路径具备相容性,民主是应对生

态议题的最佳选择,但不得不否认,这一民主模式带有一定程度的空想性.生

态民主从生态民主主体、生态民主内容与生态民主模式三个层面对生态民主

进行界定与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生态民主还形成一些相对较为成熟较具

代表性的民主模式,如绿色自由民主、生态协商民主与生态基层民主模式等.
这些民主形式不仅直接否定了生态威权的路径,同时也对其他形式的民主如

自由民主提出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激进性.比如,生态民主提出将生态或

自然上升为民主主体,对自由民主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挑战.同时,生态民主

的定位是扩展人类生态性民主权利,对自由民主传统的权利认定范畴发起挑

战.这些激进面使得生态民主的落实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在当代社会,民主不可或缺,生态又至关重要.运用民主方法解决生态问

题,需要将生态与民主这两种现代价值整合在一起,使其具有相容性.可是,
这种相容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价值冲突.抛开细节争论,生态民主理论揭示

了西方民主向生态方向延展的必要性、制约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对西方民主理

论完善与生态危机应对课题发挥的警示作用及理论参考价值不容忽视.更为

重要的是,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分析把握,可更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在此领域中存

在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并努力规避之;对这一研究成果的甄别性借鉴,可在一定

程度上为中国环境议题应对及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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